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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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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现行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将基本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贫困的
终结，中国的扶贫工作重心将由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
查数据 ( CHIP ) 2002、2013、2018 年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及其动
态变化，并对缓解相对贫困的可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发现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

逐渐上升，部分特殊人群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依然是相对贫困人口的典型特征。新农保、最
低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惠农补贴等政府转移支付对于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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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经过 70 年的努力，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2018 年年
底，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为 1. 7%，预计 2020 年，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
全部实现脱贫，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

国家。然而，在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中国的减贫事业并未结束。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也
意味着中国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反贫历程，同
时考虑到中国相对贫困趋于严峻的形势，这种转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中国长期发
展目标来看，通过缓解相对贫困，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

更好地惠及低收入人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未来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一

种重要的战略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术界关于相对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有待继续深入。早期的

研究主要聚焦于相对贫困的基本状况。王祖祥等发现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与贫困
发生率呈显著增加的趋势［1］。秦建军和戎爱萍测算发现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相
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陈宗胜等的研究表明，在中
国农村绝对贫困逐步得到缓解的同时，相对贫困状况日趋恶化［3］。近期的研究主要从
贫困性质变化和减贫战略调整两个角度进行探讨。2020 年后，随着相对贫困群体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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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绝对贫困群体成为贫困群体的主体，农村减贫需要从 “扶贫”向 “防贫”转化，要
克服一边生产穷人一边扶持穷人的局面［4－5］。
部分研究关注了相对贫困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即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Foster

认为，贫困的测量应该基于需求资源的比较，若是微观个体或家庭的资源达不到贫困

线 ( 基于参照群体的贫困线) ，就应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6］。国外文献中大多使用中位
收入的 50%或 60%作为相对贫困线［7－8］。欧盟委员会也将收入中位数的 60%作为成员
国的相对贫困标准，同时将收入中位数的 40%和 50%作为参考标准使用［9］。国内学者
关于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虽然在大原则上没有分歧，但是在具体标准上则存在一些

争议。有学者建议采用上一年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乘以均值系数作为下一年农村 “相
对贫困线”［3］，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也有学者建议 2020 年后应分别以城乡
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城市和农村的相对贫困标准，并以一定年限作为调整

期［10］，且这一提议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4，11］。还有学者认为，2020 年后中国应
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且没必要与 OECD 国家接轨［12］。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相对
贫困进行了初步测算，发现中国农村的相对贫困水平有逐步上升的趋势［2，3，13］。有学者
认为，中国相对贫困的产生和日趋严重，主要是由于财富初始分配环节中劳动力要素

价格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财政在减缓初始分配环节造成的相对贫困方面

作用又非常有限［13］。
与现期的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等特

点。2020 年后，相对贫困群体依然相对集中在一些地区，但就全国而言，相对贫困群
体将以散点分布为主，老少病残等特殊群体将成为主要的贫困群体［4］。对于相对贫困
群体而言，经济性因素、非经济性因素相互影响，客观性因素与主观性因素交叉融合，
给相对贫困的解决带来巨大挑战［14］。关于缓解相对贫困，杨宜勇等认为救助式扶贫与
服务性扶贫相结合是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较好的方式［15］; 叶兴庆等则认为 2020 年后
需要实施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的防贫政策以及发展型低收入群体救助政策［4］。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虽就相对贫困标准进行了丰富的探讨，但鲜有文献阐述相对贫

困群体的分布特征和致贫原因。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发生了什么变化? 相对贫困人群
具有哪些显著的特点? 现有的扶贫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对于缓解相对贫困起到什么作

用? 这些问题都有待继续深入研究。一方面，关于相对贫困群体基本结构特征，已有
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考虑相对贫困的区域分布状况，而较少关注相对贫困群体的微观

个体特征，这对于致贫原因的分析、扶贫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关于
扶贫政策的细化，多数研究认为救助式扶贫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何种救助方式更为

有效却研究不够。基于以上两个方面，本文将采用 CHIP2002、CHIP2013、CHIP2018
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状况进行分析，以期把握相对贫困群体的基本结构特

征，并对缓解相对贫困的可行政策效果进行评估，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

行扩展。
第一，考察近期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类群体的结构特征变化。结构特征变化反映

了可能导致贫困的因素，通过分析两类群体的特征差异为制定可行的缓解相对贫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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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提供基础。
第二，对可行的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进行效果评估。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有很多，

但哪些政策对于缓解相对贫困具有更为良好的效果? 目前尚未有研究进行此类评估。
本文利用再分配指数，分析不同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其减贫效应进行估算。

一、数据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家庭住户收入

调查系列 ( CHIP ) 2002 年、2013 年、2018 年的农村住户调查，历次调查样本均来自
于国家统计局常规调查户。按照全国各地区的农村人口数对样本进行了加权，由此估
计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贫困发生率等指标具有全国代表性。
( 二) 贫困标准

在如何选择相对贫困标准这一问题上，参考了近几年国内学者采用的标准 ( 见表

1) ，也参照了一些高收入国家采用的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
认为采用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定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而使用收入的中位数

是因为它比平均收入更为稳健，更不易受到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
使用收入中位数的概念来度量中国农村相对贫困时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

相对贫困标准采取收入中位数的多大比例更为合适?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

收入水平和政府缓解贫困的意志。一般而言，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具有更高意愿缓
解相对贫困的政府，更倾向于使用收入中位数的更高比例，如英国、法国、北欧一些
国家基本上采用收入中位数的 60%作为相对贫困标准，且贫困发生率基本稳定在 17%
左右。对于中国来说，即使五年后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人均收入水平与欧洲国家相比
还相差不小; 加上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较为严重，因此也不能借用欧洲国
家的相对贫困标准。特别是在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标准的转变时期，为了使得这种
转变对扶贫政策的冲击不至于太大，我们还是倾向于使用较低比例的收入中位数即

40%为相对贫困标准。以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该比例可以适当提高。第二，农村
的相对贫困标准是以农村人均收入还是全国人均收入为参照基础? 由于中国城乡收入

差距较大，使用两个不同的参照基础得出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会有很大的差异。根据本
文的估计，如果采用全国个人收入中位数的 40%为相对贫困线，那么 2018 年中国农村
地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28. 80%，这也就意味着超过 1. 6 亿的人口会陷入贫困之
中①，而如果采用农村个人收入中位数的 40%为标准，估计出来的贫困发生率则为
9. 60%。显然，对于农村贫困来说，采用全国个人收入中位数估计出的相对贫困发生
率要高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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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汪晨、万广华、吴万宗［16］的估计，在全国收入中位数 40%的相对贫困线下，2017 年农
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为 29. 85%，城镇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2. 69% ; 在全国收入中位数 50%
的相对贫困线下，2017 年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42. 77%，城镇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5. 99%。



应该说，采用哪一种方式来设定农村的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对错之分，而选择哪一种

方式则需要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一是，如何看待农村的相关贫困问题? 是把它看作
全国贫困的一部分，还是把它仅仅看作农村贫困问题? 如果坚持前一种视角，那么更

加合理的选择是使用全国个人收入的中位数为参照; 如果是后一种视角，那么可以使

用农村个人收入中位数为参照。二是，从现有国情和政府财力出发，政府能够扶持多
少贫困人口? 从理想的目标出发，能够帮助的贫困人口越多越好; 但是从现实条件来

看，政府的救助能力受到财力的约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群。
也就是说，考虑到扶贫政策的可行性，能够帮助的贫困人口规模要与政府的财力相匹

配。基于这种考虑，在现阶段应该是基于农村个人收入中位数为参考来制定农村的相
对贫困线。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4，10］。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设定农村相对贫困线时不需要考虑全国的收入水平。农村相

对贫困线可以分为上线和下线，其中，上线是以全国个人收入中位数为基础生成的贫

困线，而下线是以农村个人收入中位数为基础生成的贫困线。依据下线估计出来的农
村贫困状况更多地受到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 而依据上线估计出来的农村贫困

状况，不仅受到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受到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如
此一来，两种贫困线的差异和由此估计出来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其变化可以反映出城乡

收入差距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表 1 国内相对贫困研究中使用的标准以及测算的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

作者 相对贫困标准 年份 相对贫困发生率

王祖祥等［1］ 绝对贫困线与恩格尔系数相结合 1995—2004 年 10. 335%—8. 56%

李永友、沈坤荣［13］ 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 60% 1980—2005 年 22. 706%—25. 978%

秦建军、戎爱萍［2］ 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 60% 2000—2009 年 28. 54%—30. 10%

席雪红［17］ 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50% 2001—2010 年 14. 95%—10. 16%

程永宏等［18］ 农村人均收入的 50% 80 年代中期—2004 年 80 年代中期至 2003 年总体上处

于较高水平，2004 年后表现出

下降趋势

孙久文、夏添［10］ 分别以城乡居民中位数收入的

一定比例作为城市和农村的相

对贫困标准

— —

叶兴庆［4］ 应按中位收入比例法制定相对

贫困线
— —

汪晨等［16］ 全国收入中位数 40% /50% 2017 年 29. 85% /42. 77%

沈扬扬、李实［11］ 农村收入中位数 40% /50% /60% 2018 年 11% /17% /23%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限于篇幅，本文有关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相对贫困线的下线估计

的结果。为了进行比较，表 2 给出了基于 CHIP 数据计算出来的 2002、2013、2018 三

个年份的贫困标准，其中绝对贫困线是按照 2010 年 2 300 元的贫困标准进行价格指数

调整后得出的。我们同时给出了个人收入中位数 40%、50%、60%的相对贫困标准，

根据估算，2018 年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40%为 5 275 元，这与按照国家统计局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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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计算结果十分接近①。另外，我们将个人收入的 5 分位至 25 分

位上的数值分别列出。通过比较可发现，三个年度内，个人收入中位数的 40%大致处于 5分

位数至 10分位数之间。另外，以个人收入中位数的 40%生成的相对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的

比例随着收入不断提高而上升，2002 年该比例为 54%，2013 年为 128%，到 2018 年上升为
176%。

表 2 不同年份的贫困标准 /元 /人

年份
现行绝对

贫困线

中位收入

的 40%

中位收入

的 50%

中位收入

的 60%
5 分位 10 分位 15 分位 20 分位 25 分位

2002 1 522 829 1 037 1 244 703 894 1 068 1 209 1 348
2013 2 736 3 514 4 393 5 271 2 710 3 634 4 401 5 128 5 691
2018 2 995 5 275 6 593 7 912 3 953 5 371 6 458 7 492 8 415

注: 作者根据 CHIP2002、2013、2018 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整理所得，表 3 同。

( 三) 贫困度量指标

本文采用以下 FGT 指数［19］对相对贫困进行度量:

FGT ( α) = 1
N
Σ
q

i= 1

Z－Yi

Z( )
α

( 1)

其中，N 为总人口，q 为贫困人口，Z 为贫困线，Yi表示第 i个人的收入，gi = Z －Yi

为第 i个人的贫困距。ɑ 为参数，其值越大则赋予低收入人口的权重越大。当 ɑ = 0 时，

FGT 指数为贫困发生率，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 ɑ = 1 时，FGT 指数为成比例

贫困距，衡量贫困深度，以此可以计算出若要使得贫困人口收入达到贫困线水平，政

府需要给予多少资金的救助。当 ɑ = 2 时，FGT 指数为加权贫困距，表明贫困的强度，

也反映贫困人口之间收入差距。FGT 指数是现有贫困研究文献中运用最广的贫困测量

指数。

二、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

为了解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情况，有必要对相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本

节主要考察近期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人口的特征差异，因此利用 CHIP2013 和
CHIP2018 的数据进行估算，并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分布与结构特征进行描述。

( 一) 相对贫困规模及其变化

表 3 列示了不同贫困标准下采用 FGT 指数估计农村居民的贫困状况。当以现行绝

对贫困标准衡量时，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贫困发生率在不断下降。2018 年的绝对

贫困群体大多为极端贫困人口。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贫困深度指数略有下降，

然而贫困强度指数却略有上升，这也就意味着贫困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是逐渐扩大的，

因此，这也要求我们要关注相对贫困问题。当以相对贫困标准来度量时，无论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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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8 年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 13 066 元，收入中位数的
40%则为 5 226 元，数据来源于 《2019 年中国住户调查》。



位数收入的何种比例，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强度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与
2002—2013 年相比，2013—2018 年各种相对贫困的指标继续上升，但上升幅度有所缩

小 ( 见表 3) 。这意味着新世纪以来，在农村绝对贫困得到缓解的同时，相对贫困却变

得愈加严重。
表 3 不同年份相对贫困状况 /%

年份
现行绝对贫困线 中位收入 40% 中位收入 50% 中位收入 60%

FGT ( 0 ) FGT ( 1 ) FGT ( 2 ) FGT ( 0 ) FGT ( 1 ) FGT ( 2 ) FGT ( 0 ) FGT ( 1 ) FGT ( 2 ) FGT ( 0 ) FGT ( 1 ) FGT ( 2 )

2002 31. 41 9. 89 4. 53 8. 04 2. 19 1. 00 14. 11 3. 97 1. 75 21. 10 6. 24 2. 77

2013 5. 15 1. 98 2. 80 9. 23 3. 11 2. 70 14. 94 4. 88 3. 16 21. 33 7. 06 4. 02

2018 2. 78① 1. 63 3. 73 9. 60 3. 46 2. 88 15. 51 5. 30 3. 42 22. 07 7. 54 4. 33

( 二) 贫困的结构特征

为了便于理解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差异性，我们将相对贫困细分为两类: 一

是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 二是处于绝对贫困标准与相对贫困标准之间的贫困人

口。后者从绝对贫困的角度来看又被称为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或弱势人群。表 4 不仅

给出了相对贫困的测量结果，也分别给出了两类贫困的测量结果。分区域来看，仅考

虑绝对贫困状况时，2013 年，东部地区的绝对贫困发生率最低，其次是中部地区，西

部地区最高; 2018 年，东、中、西部地区绝对贫困发生率均有所下降，其中以中部地

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最为明显。相应地，如果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2013 年，

西部地区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为 14. 75%，东部地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最低，为
4. 51%。西部地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是东部地区的 3倍多，这不仅反映了区域内部的发展不

平衡，同时体现出区域间发展的巨大差距。2018 年，东、西区域相对贫困发生率均略有上

升，尤其是东部地区上升更加明显。如果考虑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变动过程，不同地区

之间的变动幅度差异明显，在两个年度内，中国农村西部地区由绝对贫困过渡到相对贫困过

程中，其人口比例上升的程度是最高的，而东部地区人口比例上升的程度最低。

分年龄来看，根据以往研究，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倒 U 型关系，主要原因在于

处年龄分布两端的老人和儿童由于丧失劳动能力无法获取收入而陷入贫困。我们的分

析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在 2013 年，16 岁以下青少年以及 65 岁以上老人的绝对贫困

发生率均高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且处于较高水平，而且他们的相对贫困

表现出同样的分布特征。2013—2018 年，不同年龄组的绝对贫困发生率呈下降趋势，其

中以 65 岁以上老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下降最为明显; 从相对贫困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

口相对贫困发生率呈现出上升趋势，16 岁以下青少年以及 65 岁以上老人相对贫困发生率

依然处于较高水平。综合来看，贫困儿童和贫困老年依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贫困人群。

① 本文计算的绝对贫困发生率略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只采用收入

的概念进行计算，国家统计局则采用收入和消费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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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受教育状况时，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 受教育水平越低则越容易陷入贫困，

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利用 CHIP2013 和 CHIP2018 数据，根据个体

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把农村个体样本分为四个组别，如表 4 所示，未上过学的群体绝对

贫困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群体，因而绝对贫困发生率与受教育程

度呈反向关系。考虑到相对贫困状况时，相对贫困发生率与个体受教育程度依然呈反

向关系。从 2013 年到 2018 年，不同受教育群体绝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这体现了

中国扶贫政策的成效。从相对贫困来看，受教育程度为未上过学和小学的两类群体的

相对贫困发生率略有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现阶段这两类群体整体较少，由此导致估

计结果并不显著; 初中、高中及以上群体相对贫困发生率则略有上升。相对来说，在

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未上过学的群体的人口比例上升速度较快，而且

其相对贫困发生率最高。
表 4 按收入中位数的 40%为标准贫困群体基本结构特征 /%

2013 年 2018 年
类别

绝对贫困 绝对到相对贫困之间 相对贫困 绝对贫困 绝对到相对贫困之间 相对贫困

东部①贫困发生率 2. 13 2. 38 4. 51 1. 23 4. 84 6. 07
中部贫困发生率 4. 71 4. 00 8. 71 2. 38 6. 33 8. 71
西部贫困发生率 8. 80 5. 95 14. 75 5. 77 9. 82 15. 59
0—7 岁贫困发生率 6. 16 4. 66 10. 82 3. 78 8. 02 11. 80
8—16 岁贫困发生率 6. 76 5. 51 12. 27 2. 89 8. 09 10. 98
17—25 岁贫困发生率 5. 47 3. 63 9. 10 2. 47 6. 65 9. 12
26—35 岁贫困发生率 4. 07 4. 11 8. 18 2. 98 6. 58 9. 56
36—45 岁贫困发生率 5. 38 4. 07 9. 45 2. 08 7. 25 9. 33
46—55 岁贫困发生率 3. 75 2. 96 6. 71 3. 12 5. 18 8. 30
56—65 岁贫困发生率 4. 32 3. 84 8. 16 2. 28 5. 77 8. 05
65 岁及以上贫困发生率 7. 10 5. 25 12. 35 2. 74 8. 91 11. 65
未上过学的贫困发生率 7. 50 5. 75 13. 25 3. 83 8. 32 12. 15
小学的贫困发生率 6. 03 4. 78 10. 81 2. 85 7. 93 10. 78
初中的贫困发生率 4. 52 3. 65 8. 17 2. 76 6. 17 8. 93
高中及以上的贫困发生率 3. 67 2. 72 6. 39 1. 75 4. 72 6. 47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 三) 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3 年，绝对贫困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 695 元，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2 351 元，明显高于绝对贫困群体 ( 见表 5 ) 。进一步分析发现，绝对贫困群

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相对贫困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样

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且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2018 年，绝对贫困群体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 344 元，相对贫困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为 3 472 元。从收

① 在本文的样本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辽宁、江苏、山东、广东等五省市; 中部地区包括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四省;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甘肃等四省市; 山

西、内蒙古两省区暂不在本文的估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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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构成来看，2018 年，绝对贫困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

入，值得注意的是其转移净收入为负，由此拉低了人均可支配收入; 相对贫困群体中，

转移支付收入则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从 2013 年到 2018 年，绝对贫困群体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占比均有所提高，

但可支配收入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 2018 年绝对贫困群体的转移净收入大幅减少;

具体来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了 28. 8%，是分项收入占比中提高最多的，其次是经

营性收入，增加了 21. 8%。考虑相对贫困群体时，其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这主要得

益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大幅增加，然而从分项收入构成来看，

工资性收入占比增长较多，经营性收入占比则有所下降。

我们进一步估计了不同类型贫困群体分项收入为零的占比情况。综合来看，所有群

体中，财产性收入为零的比例最大，其次则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差距和工资性差距

是中国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比较而言，2013 年至 2018 年，绝对贫困群体中工资性收

入为零的占比略有上升，相对贫困群体中工资性收入为零的占比则有所下降; 绝对贫

困和相对贫困两类群体中财产性收入为零的占比均有所下降，但对于非贫困群体而言，

其财产性收入为零的占比则呈现上升趋势。
表 5 不同贫困群体收入变化

收入结构

2013 年 2018 年
绝对

贫困

绝对到相对

贫困线之间

相对

贫困

非贫困

人口

绝对

贫困

绝对到相对

贫困线之间

相对

贫困

非贫困

人口
可支配收入 /元 1 695. 27 3 151. 09 2 351. 34 11 861. 25 1 343. 59 4 260. 62 3 472. 38 17 727. 03
工资性收入 /元 484. 65 769. 07 612. 82 4 931. 86 771. 25 1 334. 28 1 182. 14 6 670. 10
经营性收入 /元 1 082. 07 1 559. 47 1 297. 21 4 468. 35 1 150. 69 1 634. 43 1 503. 72 6 498. 12
财产性收入 /元 35. 90 －61. 26 －7. 88 634. 57 35. 76 81. 51 69. 15 455. 12
转移净收入 /元 92. 65 883. 81 449. 19 1 826. 48 －614. 11 1 210. 39 717. 38 4 103. 69
工资性收入占比 /% 28. 59 24. 41 26. 06 41. 58 57. 40 31. 32 34. 04 37. 63
经营性收入占比 /% 63. 83 49. 49 55. 17 37. 67 85. 64 38. 36 43. 31 36. 66
财产性收入占比 /% 2. 12 －1. 94 －0. 34 5. 35 2. 66 1. 91 1. 99 2. 57
转移净收入占比 /% 5. 47 28. 05 19. 10 15. 40 －45. 71 28. 41 20. 66 23. 15
工资性收入为 0 占比 /% 39. 57 30. 42 35. 45 16. 56 40. 50 26. 47 30. 26 17. 36
经营性收入为 0 占比 /% 2. 90 1. 73 2. 37 7. 68 3. 09 3. 25 3. 21 5. 63
财产性收入为 0 占比 /% 79. 65 74. 57 77. 36 53. 46 75. 30 65. 39 68. 07 56. 35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三、缓解相对贫困的政策评估

回顾中国的减贫历史，主要以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为主。由于数据的限制，本

文主要关注保障性扶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保障式扶贫是针对开发性扶贫成效逐渐减弱

而制定的，适用于少数极端贫困人口的兜底扶贫保障制度。关于社会保障政策的减贫

效果，解垩发现特困户救助、五保户补助、最低社会保障等政府转移支出对贫困的瞄

准较好，其减贫效率相对较高［20］。在相对贫困时代，因病、因残等所导致的极端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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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依然存在，在政策上需有效兜底保障。

收入分配格局得不到有效改善，相对贫困问题就不可能有效缓解。政府的收入再分

配政策是缩小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唯一手段［21］。研究表明，中国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

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政府再分配政策效果不明显是导致再分配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

的主要原因［22］。中国的政府再分配政策主要有社会保障支出和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

支出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即提低来缩小收入差距; 个人所得税则主要

是通过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即限高来缩小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低收入者

占大多数，相比于社会保障政策，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作用较弱［23］。综合来看，社

会保障支出政策对于缓解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具有一定的作用。那么，近些年来这种情

况是否有新的变化? 本文利用最新 CHIP2018 数据，通过考察农村地区养老保险、低

保、医疗费报销等主要社会保障分项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和减贫效应来回答这一问题。

( 一) 再分配效应测算

2013 年中国农村居民总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达到 39. 41%，其次是

经营性收入，占比为 37. 52%，转移性收入占比为 17. 92% ( 见表 6 ) 。2018 年可支配

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依然最高，达到 35. 52%，转移性收入的占比达到
26. 76%。相比于 2013 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均有所下降，转移性收入占

比则大幅提高。

为考察社会保障支出主要分项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参照蔡萌、岳希明［24］的做法，

即某分项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效应是由按总收入排序的该项收入的集中率与总收入

的基尼系数决定的。在本文中，P 等于分项收入集中率与总收入基尼系数的差值，当
P＞0 时，该分项收入倾向于向高收入群体聚集，而不是补贴给低收入群体，进而扩大

收入差距; 当 P＜0 时，该分项收入倾向于向低收入群体聚集。

具体来看，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差异。2013 年，最低生

活保障的集中率为－0. 266 1，是分项支出中集中率最低的; 其次是现金政策性惠农补

贴，集中率为 0. 041 8 ; 政策性生活补贴的集中率排第三，为 0. 096 0。由此看来，除

了低保政策外，2013 年的政府补贴最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2018 年，最低生

活保障的集中率是－0. 251 1，依然是分项支出中集中率最低的，说明该项支出最有可

能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最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集中率为

－0. 000 7 ; 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的集中率也同样较低，为 0. 047 3。比较而言，最低生

活保障和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对于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积极作用。需要注意

的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收入分配效应有所增强，其他养老金开始向低收入群体倾

斜; 医疗费报销的收入分配效应则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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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国农村地区人均总收入基尼系数与各分项收入集中率情况

2013 年 2018 年
收入来源

基尼系数 /集中率 收入比重 /% P 值 基尼系数或集中率 收入比重 /% P 值
总收入 0. 369 9 100 0. 373 9 100

工资性收入 0. 427 6 39. 41 0. 057 7 0. 355 3 35. 52 －0. 018 6

经营性收入 0. 357 6 37. 52 －0. 012 3 0. 443 5 35. 25 0. 069 6

财产净收入 0. 699 7 5. 15 0. 329 8 0. 519 1 2. 46 0. 145 2

转移性收入 0. 177 3 17. 92 －0. 192 6 0. 284 6 26. 76 －0. 089 3

其中: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0. 167 3 1. 02 －0. 202 6 －0. 000 7 1. 40 －0. 374 6

其他养老金 0. 446 4 0. 22 0. 076 5 0. 242 7 0. 31 －0. 131 2

最低生活保障 －0. 266 1 0. 26 －0. 636 0 －0. 251 1 0. 34 －0. 625 0

医疗费报销 0. 317 8 0. 84 －0. 052 1 0. 369 3 1. 57 －0. 004 6

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 0. 041 8 1. 10 －0. 328 1 0. 047 3 1. 02 －0. 326 6

政策性生活补贴 0. 096 0 0. 27 －0. 273 9 0. 275 3 0. 49 －0. 098 6

从政府和组织得到的实物产品 0. 170 8 0. 10 －0. 199 1 0. 127 0 0. 20 －0. 246 9

注: 数据为作者计算所得。表中转移收入的分项构成不等于转移性总收入; 总收入给出的是基尼系数，其他分项

收入给出的是集中率。

( 二) 减贫效应估计

社会保障支出还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本文主要考察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类型包括农

村居民养老金、低保、医疗报销、惠农补贴等的减贫效应。首先，给出 2013—2018 年

两类群体的主要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如表 7 所示，除人均低保收入外，非贫困组的其

他转移收入均高于相对贫困群体。2013—2018 年，不同分项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存在差

异: 对于相对贫困群体而言，其他养老金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医疗报销收入; 对于

非贫困群体而言，医疗报销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最高，其次则是其他养老金收入。2018

年，农村地区非贫困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 727. 03 元，约是 2013 年的 1. 5 倍; 而

相对贫困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 472. 38 元，约是 2013 年的 1. 48 倍。综合来看，农

村地区相对贫困群体在此期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8. 11%，而相应非贫困

群体的年均增长率为 8. 37%。显然，非贫困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要高于

相对贫困群体，由此造成两类群体之间更大的收入差距。相对贫困的缓解主要得益于

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差距的缩小，二是必要的转移支付。只有让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

长高于其他群体，才能真正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相对贫困［4］。为此，本文做了一个政

策模拟分析，假设相对贫困群体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和非贫困群体的年均收入增长速

度相同，且这一收入缺口全部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通过计算得出，2018 年人

均转移支付需额外增加 42 元，根据估算，该年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约为5 414. 5万

人，那么 2018 年政府对于相对贫困群体的转移支付则需要额外增加约 22. 6 亿元，才

可以使得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不至于有所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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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群体社会保障支出结构

年份
2013 年 /元 2018 年 /元 年均增长率 /%

相对贫困人口 非贫困人口 相对贫困人口 非贫困人口 相对贫困人口 非贫困人口

人均新农保收入 79. 34 117. 54 201. 41 220. 39 20. 48 13. 40
人均其他养老金收入 3. 24 25. 79 13. 81 61. 17 33. 64 18. 85
人均低保收入 40. 07 29. 72 70. 79 58. 08 12. 05 14. 34
人均医疗报销收入 24. 72 102. 79 77. 36 290. 74 25. 63 23. 11
人均现金惠农性政策补贴收入 110. 33 129. 37 157. 18 188. 84 7. 33 7. 86

数据来源: 作者计算。

继续考察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如表 8 所示，在政府再分配之前，2013 年农

村居民按市场收入计算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11. 82%，贫困深度指数为 4. 22，经过新

农保、医疗报销、低保等政策调节之后，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9. 23%，贫困深度指

数下降到 3. 11。2018 年农村居民按市场收入计算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13. 67%，贫困

深度指数为 5. 41，经过新农保、医疗报销、低保等政策调节之后，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9. 60%，贫困深度指数下降到 3. 46。综合来看，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工具具有一定的

减贫效果，而且 2018 年转移支付政策的减贫效果更为明显。分项来看，不同类型的政

策工具的减贫效果存在差异，2013 年，减贫效果最为突出的是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

使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 0. 79 个百分点，贫困深度指数下降了 0. 40 ; 2018 年，以新

农保的减贫效果最为突出，导致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 1. 22 个百分点，其次是现金惠农

性政策补贴，使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 1. 12 个百分点。低保、医疗报销等同样具有一定

的减贫效果。
表 8 不同类型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减贫效果 /%

2013 年 2018 年
FGT ( 0) FGT ( 1) FGT ( 2) FGT ( 0) FGT ( 1) FGT ( 2)

市场收入 11. 82 4. 22 3. 43 13. 67 5. 41 4. 57
单加

市场收入+新农保 11. 15 3. 86 3. 20 12. 45 4. 67 3. 99
市场收入+其他养老金 11. 68 4. 16 3. 40 13. 50 5. 29 4. 42
市场收入+低保 11. 22 4. 00 3. 30 13. 13 5. 07 4. 28
市场收入+医疗报销 11. 38 4. 06 3. 33 12. 97 5. 06 4. 30
市场收入+现金惠农性政策补贴 11. 03 3. 82 3. 14 12. 55 4. 92 4. 18
市场收入+政策性生活补贴 11. 64 4. 14 3. 39 13. 36 5. 19 4. 25
市场收入+实物补贴 11. 77 4. 17 3. 40 13. 54 5. 33 4. 50
累加

市场收入+新农保 11. 15 3. 86 3. 20 12. 45 4. 67 3. 99
市场收入+新农保+其他养老金 11. 04 3. 82 3. 17 12. 24 4. 57 3. 87
市场收入+新农保+其他养老金+低保 10. 46 3. 63 3. 06 11. 69 4. 29 3. 65
市场收入+新农保+其他养老金+低保+医疗报销 10. 06 3. 50 2. 98 11. 00 4. 02 3. 44
市场收入+新农保+其他养老金+低保+医疗报
销+现金政策性惠农补贴

9. 43 3. 18 2. 73 10. 09 3. 66 3. 16

可支配收入 9. 23 3. 11 2. 70 9. 60 3. 46 2. 88

数据来源: 2018 年 CHIP 调查数据。可支配收入 =市场收入+新农保+其他养老金+低保+医疗报销+现金政策性惠

农补贴+其他政府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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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到 2020 年年底，中国将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扶贫工作的重点将转向缓解

相对贫困，研究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发

现近年来农村相对贫困状况、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不仅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趋于更加严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基本特征的

分析发现，相对贫困群体与绝对贫困群体既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时又存在差异。从区

域分布来看，西部地区依然是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 从个体的基本特征来看，

老年和儿童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相对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

从收入结构来看，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的新农保和最低

社会保障支出等政府转移支付对于缓解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这方面

的政策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2020 年后，在现有标准下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将减少至一个很小的比例，但依然

存在。一方面，因天灾人祸所引起的绝对贫困不可能杜绝，政策上需要有效结合临时

救济制度，对上述群体进行有效兜底; 另一方面，因病、因残等丧失劳动力而失去增

收来源的群体也会成为绝对贫困人群，他们也需要低保兜底的扶助措施。同时，在缓

解相对贫困的过程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缩小收入差距，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

是要贯穿始终的，收入差距不缩小，相对贫困发生率就很难下降。构建完善的社会保

障体系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手段，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诚然，仅仅依靠社会

保障支出促进减贫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结合其他的政策措施，救助加开发，多措并举，

逐步形成一套缓解相对贫困的长远有效机制和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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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Ｒesearch in the Postdigital Age ( by Petar Jandric＇，translated by YAN Fei and XIAO Shao-ming)
Abstract: Nowadays，educational research faces the challenge of big data and algorithms． Through automated processe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manipulation，big data and algorithmic processes have introduced new research opportunities． However，these opportuni-
ties are strongly limited by various data and algorithmic biases． Introdu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limits，big data and algorithms have
significantly transformed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se transformations are dialectically intertwined with educational poli-
tics，policy，and practice． The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ways we do research and ways we apply this research brings about a new set
of philosophical，methodological，and practical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The paper outlines the main challenges of educational re-
search in our messy，unpredictable，and constantly changing postdigital condition． Postdigital transformations in research，politics，pol-
icy，and practice are in permanent interaction and cannot be thought of without each other． In our postdigital age，educational research-
ers have an opportunity，and a responsibility，to lead these transformations in responsible and sustainable ways．

Key words: postdigit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big data; algorithm;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Ｒelative Poverty: Theoretical Ｒelationships，Strategic Shifts and Policy Priorities
( by WANG San-gui，LIU Ming-yue)

Abstract: China will eliminate absolute poverty historically in 2020，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poverty reduction． Ｒela-
tive poverty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and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future． Absolute poverty
and relative poverty are a couple of concepts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poverty． They are interrelated and coexist，but there are also obvi-
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bsolute poverty focuses on survival needs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bsoluteness and objectivity，
while relative poverty focuses on lack of opportunities and deprivation of rights，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ivity，subjectivity，
chronicity，and dynamics． China’s strategy for eradicating absolute poverty ha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ensuring survival，ensuring
survival and promoting development，ensuring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consolidating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building a pros-
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However，relative poverty is becoming more obvious． In the future，poverty governance needs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relative poverty standards，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support policies for low-income groups，establish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areas，so as to allevi-
ate the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urban areas，and different regions．

Key words: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Absolute Poverty to Ｒelative Poverty: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Ｒural Poverty in China
( by LI Shi，LI Yu-qing，LI Qing-hai)

Abstract: In 2020，th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will be basically eliminated when we use the current standard to estimate，but it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poverty． The focu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will change from solving absolute poverty to alleviating rela-
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 CHIP) in 2002，2013 and 2018，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of China，and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feasible policies to alleviate relative poverty． We
find that the incidence of relati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is increasing gradually，and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some special groups are
higher，which is still a typical feature of the relative poor． In the aspect of alleviating relative poverty，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s
such as the New Ｒural Pension Scheme，Subsistence Allowance and Policy Subsidy for farmers play a certain role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income gap; absolute poverty; relative poverty;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security

Does Training Participation Help Alleviate the Ｒ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Empirical Analysis of
3 278 Questionnaires from Farmers in Henan Province ( by LUO Ming-zhong，TANG Chao，WU Xiao-li)
Abstract: After winn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battle，China will face a more difficult and long-

term complex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povert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3 278 rural household questionnaires in Henan
province，the relative poverty levels of rural households are measured in two ways，economic relative poverty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
tive poverty，testing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particip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partici-
pation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and conducting a robustness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matter which relative poverty meas-
urement method is used，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particip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participation
both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elative povert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skill training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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